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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现代科技体制的演变，历经体系初建、全面规划、体制改革、构建国家创新体系4个时期。文章通

过回顾史实，探讨各时期科技体制的指导思想、目标与举措的变化。研究表明，有利于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是

中国科技体制的重要特征；国家发展的目标与需求、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与趋势，是中国科技体制演变的两种

主要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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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来，中国科技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

步。此数十年也是二战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冷

战”中科技争霸、高科技产业与知识经济蓬勃兴起、

新兴与交叉学科不断涌现、以电子计算机与信息网络

为标志的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兴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前

夜的时代。在此期间，中国科技体制既非一成不变，

更非无章可循，而是有一条清晰的轨迹——积极满足

国家发展需求尤其是经济发展所需，同时积极关注世

界科技发展的前沿与趋势，适时调整科技事业的目

标、结构、效能与机制，促进科技持续进步和综合国

力的增强。科技体制作为科技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经体系初建、全面规划、体制改革、构建国家创新

体系等 4 个前后略有交错的时期，发挥了体系保障与

运行调控的重要作用。

1 中国现代科技体系的初建（1949—1955年）

近现代以来，中国与历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面

对科技落后且“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促使“科学

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成为国人不懈追

求的目标。然而，内忧外患的国情限制了科学家理想

抱负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迅速明确科技

发展的指导思想，组建新的科研机构，重视人才队伍

的建设，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开拓了全新的局面。

1.1 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科技发展指导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延安时期统一领导、理论联系实

际、团结知识分子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指导

思想的针对性更加明确。当时，工业与农业的规模

小，国防建设刚刚起步，科技水平总体上与发达国家

差距很大，国人普遍有紧迫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明确地提出科

技发展的国家目标为“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

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主持起草《共同纲领》

的周恩来在此前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

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全体会议”上指出：“科学并不

能脱离政治，而且为政治所支配，所管辖。”[1]“中

国近代史已经完全说明，一切有良心的科学家只有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里，才有自己光明灿烂的前

途。”[2]

1.2 中国科学院的总方针与基本任务
在此次筹委会上，周恩来宣布即将成立“为人民

所有的科学院”，这里的“科学院”也就是 1949 年 11

月正式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根据

政务院指示，这家新的综合性国家科研机构要以《共

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作为总方针[3]。考虑到国家需

求与此前中国科学事业的经验教训，中科院的基本任

务是，确立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力求科学研

究与实际密切结合，吸收国际上先进的科学经验，有

计划地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加强各学科之间的

有机联系。

中科院的总方针与基本任务包含了新理念，将

过去科技界“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改为“科学

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科学为人民服

务”；将此前“脱离现实、自流散漫的作风”改为

“与实际密切配合”；并且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

性和集体性”。作为全国“工农业及国防方面解决

科学理论及技术上问题的最高机构”，且担负着

“计划并指导全国科学研究的任务”[4]，中科院的建

立，标志着面向国家需求的规划科学技术的模式开

始走向正轨。有计划地服务于国家现实需要，尤其

要提高生产力和国防实力，成为中国现代科技体制

形成之初的目标指向。

1.3 科技体系“四方面军”与人才队伍
科学研究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快走上体系化

的发展之路。1955 年之前，中科院不仅成为全国学术

领导中心，事实上也担负起引导和推进全国科学技术

事业的重任。中科院改组了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

院等科研机构的研究所，成立 14 家研究所、1  个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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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和 1个工业实验馆。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和地方及

厂矿，也陆续建立各种教学研究机构、专业研究机构

和研究实验机构。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国初步

形成了由中科院、高等院校、中央产业部委所属科研

院所和地方科研机构等 4 个方面力量组成的科技研究

体系。

研究机构的体系化带动了人才队伍建设，科技人

员数量增长尤为显著。① 新的科研与教育机构在接收

原来的机构时，实行留用政策，全部包下留下来的知

识分子，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继续从事科技

工作。② 争取和安置大量侨居海外的科学家与留学

生。至 1956 年，共有 1 805 名学者选择回国，将个人

发展置于祖国科技发展事业之中，多数都成为各领域

的学科带头人或开拓者，作出了突出的贡献。③ 借助

“院系调整”、扩大办学规模等举措，使得 1954 年全

国高等院校在校人数增加到 25.5 万人，同期中等专业

学校则达到 66.9 万人。重点发展以工科院校为主的专

业学校，培养各层次人才，初步缩小了教育与科技发

展、大规模建设的差距。为了体现与增强党和政府的

统一领导，团结知识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及时选派熟

悉科技工作的干部，担负相关机构的领导职务，抓人

才队伍的建设[3]。

1.4 追赶战略与中苏科技合作
在面向国际科技前沿方面，鉴于实力差距，中国

希望以追赶带动研究。当时，正值二战之后世界科

技迅猛发展时期，特别是，美国、苏联分别成功实

现原子能科技的突破，谋求空间科技的领先优势。中

科院在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时，提出“根据近代科

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并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

开展有计划的理论及实验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学术

的水平”[4]；发展基础科学的目的主要在于“使之成

为不断支援国家建设和不断提高科学水平的有力保

证”[5]。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中苏

科技合作成为我国对外科技交流的主线，对中国的科

技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50 年，中

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拉开双

方科技合作的序幕。4 年后，两国又签订《中苏科学

技术合作协定》，在提供资料、聘任专家、接待技术

考察专家、接受实习生与留学生等方面进一步提供互

相帮助。随后，中国同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

克等东欧国家也签订类似的科技合作协定。“派出

去”“请进来”和“常联系”，成为当时从苏联及东

欧国家学习先进科技的主要方法。仅 1954—1956 年，

派往相关国家的留学生就有 4 600 多名[3]。通过合作，

在模式、机制和人才培养等诸方面，苏联直接影响了

中国现代科技体制的建立，带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

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6]。

初建时期的科技体制，首次明确了科学研究服务

于国家事业的定位，强调有计划、有组织的资源配给

与研究体系。代表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为经济建设的

服务，如钢铁质量的改进、农业病虫害防治、建立计

量标准、抗生素研制，以及调查国家自然条件和勘察

国家自然资源等方面。

2 全面规划科学技术（1956—1977年）

20 世纪 50—70 年代，国家快速推进大规模的工业

化，大力发展国防科技。当时正值“冷战”高潮，中

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交流十分有限。在“向科学

进军”和“自力更生”的氛围中，国家对科技工作实

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7]，通过编制系列

规划，引导与协调科技发展的重点与布局，快速地建

立起体系较为完整的科技体制。至“文革”结束前，

中国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经历了徘徊与挫

折。

2.1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一五”计划顺利实施，知识分子在工业化与国

防建设等国家需求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为进一步调动



  院刊  973

中国科技体制的演变

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大力发展科技事业，

1956 年 1 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

泽东主席在会议上提出了依靠知识分子，建设更好国

家的指导思想。他指出，“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

员不行……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

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上科学、文化、技术、

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关于科技发展的战略设

想，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

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

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8]。

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报告中阐述了新形势下的知识

分子问题与解决办法，并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

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国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

一切必要的条件”；“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

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世界科学技术在

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的进步，已经把我们远

远抛在了后面，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周恩来宣布，

国家即将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1956—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

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此次会议发出“向科学

进军”的号召，正式吹响中国现代科技大发展的号

角 [7]。科技体制进入全面规划的新历史时期。

2.2 科技体系“五路大军”与高层次人才队伍的

建设
通过加快建立和健全科技的管理机构和研究机

构，形成了从中央到各个部门、学校、地方和厂矿，

从战略决策到具体实施的科技组织体系。1956 年，

中央先后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

会，前者负责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后者

主要掌管新技术的鉴定、采用和推广。为了统一领导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1958 年这两个委员会合并为国

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统管全国

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组织协调全国性的重大科学

技术任务。同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

协”）成立。考虑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中

央先后设立了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

会、国防工业办公室等管理机构，成立了一批国防研

究机构。在原先科技体系“四方面军”的基础上，中

科院、高等院校、中央产业部委所属科研院所、地方

科研机构与国防研究机构，一起构成了全国范围的科

技研究体系（又称科技“五路大军”）。在这个系统

中，中科院“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

力量的火车头”。国家科委成立后，中科院加强“学

术领导核心”的作用，而淡化“领导全国科学研究中

心”的职能[9]。

通过筹建中科院学部、制定研究生条例和加强对

各研究所的学术领导，调整了选拔、培养高层次人才

的机制，带动了人才面貌的改观。1954 年，中科院

设立了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

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 4 个学部筹委会。次年，中央批

准首批 233 人的学部委员（院士）名单。学部的成立

是中科院在明确国家最高学术机关的定位之后，为更

好地团结全国科学家、推进全国的科学事业，而做出

的一次组织形式的调整。1956 年，中科院学部制定研

究生条例后，研究生教育开始步入正轨。至“文革”

前，全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已达 245.8 万人，其中有

研究生学历者 1.6 万人，大学学历者已达 113 万人；全

国科研机构 1 714 家，专职研究人员达 12 万人[10]。

2.3 编制规划与出台相关政策
通过组织编制系列科技发展规划，实现科学技术

与国家事业的协同发展。尤其“十二年科技规划”，

作为第一个全国性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是中国

全面规划科技大发展的标志，影响深远。该规划直接

关系到“两弹”等重大科研任务的突破。此后，国家

科委又组织编制了《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

发展规划》（简称“十年科学规划”）。系列科研规

划的制定与实施，明确了阶段性重点，提升了整体水

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区与领域的科教与工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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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平衡的状况，促成“两弹一星”等重大领域的突

破，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以任务带学科”的

发展模式。

通过出台系列政策与法规，政府能够有效规范与

协调科技发展出现的问题。中央先后颁布《关于在科

研机构中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时间的通

知》（1960 年）与《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

的十四条意见》（1961 年），扭转工作中“左”的作

风；发布《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暂行管理

办法》（1961 年）、《新产品新工艺技术鉴定暂行办

法》（1961 年）、《发明奖励条例》（1963 年）和

《技术改进奖励条例》（1963 年），规范技术标准，

鼓励发明创造；全国传达《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

纲》（1975 年）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1975 年），总结经验教训，加强自然科学研究和工

业技术改造。

2.4 从依靠苏联援助转向自力更生
通过实施“156 项工程”等援建项目，大规模地

引进苏联与东欧技术，我国初步建成门类比较齐全的

工业体系。“156 项工程”实际落实 150 项，其中能源

工程 52 项，机械工程 24 项，材料工程 20 项，兵工、

船舶、电子、航空航天等军工 44 项，化工 7 项，轻工

与医药 3 项，涉及我国工业基础的诸多领域。期间，

留学苏联和东欧的人员已经超过 16 000 人。双方的技

术转移涉及生产工艺与成套设备、技术资料、产品设

计与制造技术、工业建设的设计任务等方方面面。根

据双方协定，1954—1959 年中方向苏方提供 16 万吨钨

砂、11 万吨铜、3 万吨锑、9 万吨橡胶等原料。中苏合

作项目的实施，帮助中国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

与国防工业体系，形成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科技力量

的布局，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国家建设急需的专业人

才[9]。

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中国科技发展从依靠苏联

援助，转而强调自力更生，体制也随之而变。由于中

苏关系的破裂、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中国进

行“三线建设”，再次调整工业布局和技术力量的分

布，也促进对苏联、东欧技术的消化吸收。此外，大

型项目的实施、规划的编制、人才的培养等方方面

面，改变了此前照搬照抄、片面学习苏联的局面。例

如，努力消除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遗传学，纠正批判

化学“共振论”、“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和相对

论等带来的消极影响。“冷战”时期，我国强调依靠

自力更生实施科技攻关，解决了若干“瓶颈”问题，

促进了一批重要的突破性成果的产生，如“两弹一

星”、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杂交育种、青蒿素、

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控、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

进展、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南京长江大桥的建

设、万吨水压机与“九套大型设备”的研制等。

2.5 全面规划带来的成就与问题
通过经费投入的快速增长，直接促进研究特别是

应用研究的发展。1960 年全国科研经费比 1952 年增

长近 60 倍[8]。不过，相比工农业急需的应用研究，基

础研究的投入比较有限。实际情况正如周恩来在知

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说：“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

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

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

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

错误。”[7]1972 年，周恩来再次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

性，“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

和理论研究抓起来”。然而，由于国家经济实力不

济，基础研究的投入未能有明显改观。

全面规划科学技术，使得中国迅速建起能够与国

家事业高度结合的、完整而自主的科技体制，基本完

成了科技事业体系化与规模化的转变。此阶段出台的

战略、方针、政策，多能从实际国情出发，目标指向

主要是打基础，努力消除明显的空白领域，解决“有

无”是比“优劣”更为迫切的问题。人工合成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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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胰岛素、青蒿素等成果，依靠国内“大协作”——

集体攻关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国科研的整体水平

却仍处于明显的追赶阶段。而在政治运动期间，知识

分子政策、科技发展思路出现摇摆。“文革”更是重

创中国的科技事业，正常的科研教育活动受到严重干

扰，甚至停滞，科技体制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3 科技体制改革（1978—1998年）

科技体制改革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

问题，在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中也处于关键位置。围

绕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

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

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

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1]。中央通过

恢复高考、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978 年 3 月）、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 年 12 月）、发布《关于科学

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推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实施《有效保护及实施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等

系列举措，分步骤地推进改革，激发体制活力，扩大

人才队伍，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科技成果的

数量与质量均有切实提升。

3.1 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因素与观念变革
科技体制改革存在内、外双重的背景因素。一方

面，全面规划的科技体制，完全建立在计划经济基

础之上，已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此前，

研发活动的全部流程由政府在计划模式下组织规划与

实施，体制比较僵化，科研机构的人力、经费、物资

等完全由政府按计划统一调配，科技与经济脱节比较

严重，知识分子地位下滑，人才的管理限制过多，学

术研究的气氛不浓，过于强调自力更生而忽视引进吸

收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当国家事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时，原有的体制机制呈现出一些弊端[12]。另一方

面，世界科技前沿，特别是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计算

机、分子生物学、空间科学与环境科学等领域日新

月异。自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持续加强基础研究，

而 20 世纪 70 年代高技术产业在硅谷等地也开始独领

风骚。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国

际竞争日益激烈。苏联虽不甘落后，但在总体状况下

滑之后，一度出现“科学与科学家对国家的经济繁

荣和发展不是必不可少”的错误观念[13]。改革开放之

初，中国虽已建立起科研与生产的体系，一定程度上

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在基础科学与高技

术领域却拉大了差距。

科技体制改革，首先是一场观念的变革。“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确立了新的科技体制指导思

想，将科学技术的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邓小

平关于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的论断，最早于 1975 年听

取中科院工作汇报时提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

科技人员是生产力”，这针对的就是“文革”中的

弊端。在 1978 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指出：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

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

用。”1988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邓小平进一步

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 1978 年全国科

学大会上，邓小平还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

一部分”与“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

论断[14]。这 3 个重要论断，明确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方

向，起到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排除认识上的障碍

的作用，直接影响了党和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

会的大政方针，解放了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在全国

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与尊重科学的氛围，对整

个社会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都奠定了基础[15]。可以

说，“科学的春天”奏响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先声。

至 20 世纪末，科技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 2 个阶

段。

3.1.1 面向经济建设，解决“两张皮”问题（1985—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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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开始的标志为 1985 年 3 月中共中央发

出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由此，科

技体制改革从全国科学大会以来科技界自发与探索的

状态，正式进入到全面展开的阶段。文件指出，科技

工作必须紧紧地围绕“振兴经济、实现四化”这个中

心，服务这个中心。此阶段的指导思想为“面向—依

靠”，即“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

靠科学技术”；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广泛地应

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通

过改革运行机制、组织结构和人事制度，解决科技与

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1）在运行机制方面。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

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

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全国各类科研机

构，根据科技活动特点与分工，进行分类管理。在对

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动用经济杠杆和

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

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此后，国务院提出要放活

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鼓励科研机构引入竞争机制，

鼓励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通过为社会创造财富和对科

技进步作出贡献，来改善自身的工作条件和物质待

遇。拨款制度是科技运行的关节点和难点。科技体制

改革以拨款制度为起点，旨在克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

包办科技的弊病，改变科研对行政主管部门的依附关

系。

（2）在组织结构方面。放活科研主体，改变过

多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教育、生

产脱节，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况。改

革拨款制度、减少事业费后，促使研究院所和科研工

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同时，开放技术市场，加强

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的中间环节，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

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应该说，这样的改革举措对

原有科研机构和企业形成了不小的压力。中科院据此

提出“一院两制”的构想，“把主要的科技力量投入

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

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让科研力量主动向研究与开

发两个方向分流，形成新的研发体系与运行机制[16]。

1980 年，陈春先等科技人员，借鉴硅谷的新技术扩散

模式，走出原机构，投入“下海”创业潮，创立中关

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开一时风气之先。

（3）在人事制度方面。放活科技人员，主要是

克服“左”的影响，扭转对科学技术人员限制过多、

人才不能合理流动、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局

面，造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目的在于

更好地释放出科研人员的活力。恢复技术职称制度

（1977 年）、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1986 年）、

规范科技奖励制度（1993 年）等举措，着眼经济社会

发展的现实与长远需要，探索与营造有利于激发科技

人才积极性与创造性的环境。

（4）在高技术与产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家的开

放，积极调整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产业分工与

竞争、人才引进与流动等新问题。通过建立开放实验

室，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国际科技

交流与合作，引进生产线和生产设备、填补中国装备

制造和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的技术空白，实施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等举措，进一步建立

和健全科技体制。王大珩等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

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反映了科研人

员对当时国际科技竞争以及我国主要差距的判断，为

跨越式发展寻求途径。这一建议与国家层面的改革需

求十分契合，因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该

计划带动了前沿技术和部分重点领域的发展，一度引

领了新兴产业的发展。

3.1.2 “攀高峰”，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
阶（1992—1998 年）

第二阶段的科技体制改革，在前面基础上做了深

化。在指导思想上，围绕中央提出的“要抓紧有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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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

新台阶”的要求，在上一阶段“面向—依靠”的基础

上，增加了“攀高峰”——科学技术不仅要面向经济

建设，而且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进一步深化改革。

（1）在科技系统结构改革方面，科技政策的调

整思路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促进了科研机构

管理体制改革和企业化转制。1992 年出台的《关于分

流人才、调整结构、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提出，要稳住基础研究性研究、基础性技术工

作和科技人员这支队伍；同时放开、放活技术开发机

构，社会公益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面向社会，面向

经济建设。绝大多数技术开发机构逐步由事业法人转

变为企业法人。1999 年，内贸局、煤炭局、机械局、

冶金局、石化局、轻工局、纺织局、建材局、烟草

局、有色金属局等 10 个国家局所属的 242 家科研机构

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和转为技术

服务与中介机构等。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改革和企业

化转制，进一步推进了科学技术面向市场的转变，明

确了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定位。

（2）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重大科技问题的咨

询与重大项目的实施，显得愈发关键。1991 年，中科

院恢复了中断 10 年的学部委员增选，并实现制度化。

1993 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工程院，中科院学部委

员改称“院士”。两院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和工程科技

的最高咨询机构，为我国科技进步、重大工程建设、

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1991 年

与 1997 年，国家分别启动“攀登计划”与“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这两个计划以国

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分别聚焦重大基础性研究和经济

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并在世界科学发

展的主流方向上，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成

果。

3.2 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功绩
科技体制改革准确地把握住了国际科技发展的基

本态势，改变了以往相对封闭与僵化的运行模式，将

中国科技带入到快速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代表性

的成就有：① 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如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银河”系列巨

型计算机、中国空间环境监测子午链工程、南极科考

站、第一口大陆科学钻井的实施与研究等；② 一批世

界领先的原创成果，如钇钡铜氧超导材料、粮食产量

预测、高分辨率水稻基因组和猪瘟兔化弱毒疫苗等；

③ 一批重大技术装备的关键制造技术，如 2 000 万吨

级露天矿主采设备、30 万千瓦火电机组、50 万伏高压

输变电设备、20 万吨合成氨装置，以及家用轿车与日

用电器等方面。

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全面、

最深入的一次科技体制的转变。改革以经济建设中的

问题为导向，释放了科研人员的活力，解放了生产

力，提高了科技与产业的竞争力，增强了综合国力。

科研实力从跟踪和引进，逐渐转向部分领域的创新。

4 构建国家科研创新体系（1998 年至今）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调整、持续深化的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严格来说，至今科技体制仍

处于改革的进程之中，但与前一时期相比，其背景

因素、指导思想、目标等又有所不同。20 世纪末以

来，创新是命运所系、大势所趋、形势所迫。科学探

索在各个尺度上向纵深拓展，国际产业分工、世界竞

争格局面临重新调整，世界正处在科技创新突破和新

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创新成为许多国家的核心科技

战略。然而，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强，创

新资源存在问题，缺乏原创性成就，关键技术受制于

人，科技储备亟待加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从科

教兴国战略，转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从加强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转至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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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为标志，

开始构建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知识经济的到来，科技

的竞争、国家的竞争，也是创新的竞争。1997 年，中

科院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分析了知识经济发展态势

及其对中国的挑战，提出建设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国家

创新体系的思路。第二年，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原

则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

汇报提纲》，部署我国面向 21 世纪新的创新体系的建

设。中科院作为全国知识创新整体工程的一个组成部

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此项工程坚持

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重大科技问题，与探索

科学前沿、攀登科学高峰结合起来，只是“标准更高

了，要求更高了，水平和层次更高了”[17]。2007 年，

中科院进一步提出“创新 2020”发展体系和“三位

一体”的发展构架，“知识创新工程”进入到新的阶

段。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过程中，中科院在科技

布局、人事制度、资源配置模式、科技评价与奖励制

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层次改革，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带

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新阶

段。

（2）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新时期跨越式发展的科

技战略体系。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

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中科院“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

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

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简

称“四个率先”）。“四个率先”为中科院新时期改

革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中科院研究制

定了《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

纲要》。“率先行动”计划是“创新 2020”的延伸和

发展，着眼于国家“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开启

率先跨越、引领创新的新征程[18]。2015 年，中科院调

整确立了“三个面向”和“四个率先”的新时期办院

方针。据此，中科院改革院机关科研管理体系，构建

院所两级“一三五”规划体系，推进创设四类新型科

研机构的研究所分类改革。通过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和

平台的建设，加强科技基础条件保障能力，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主要包括完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组建综合

性大科学中心、建设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举措。

此外，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引导高校、地方、行

业与企业的科技体制改革。中国更具创新活力的新型

科研体系正在形成。

（3）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

称《纲要》）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的颁布为标志，当前正在开启全面

推动中国发展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纲要》是新时期

推进创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

动指南。《纲要》提出“坚持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

会领域改革同步发力”，继承并深化了前期改革时解

决“两张皮”的策略。《纲要》“强调科技创新是提

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给予科技创新前所未有的高

度。《方案》旨在形成系统、全面、可持续的改革部

署和工作格局，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

的巨大潜能。《方案》提出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

制，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改革人才培养、评价

和激励机制，健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建立健

全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构建统筹协调的创新治理机

制，推动形成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局面，营造激励创

新的良好生态，推动区域创新改革等，共 10 项 143 条

举措。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

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国天眼”“悟空

号”“墨子号”以及“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

交会对接等成果为代表，中国科技在一些重大创新领

域践行“跟踪为主”到“并跑”“领跑”的转变。值

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



  院刊  979

中国科技体制的演变

科技实体的研发能力快速增强，已经成长为中国科技

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中国新一轮的科技体制改革，将

推进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的构建，影响全球创新竞争的

格局。

5 结语

中国科技体制由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现实国情相

结合而形成，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科技组织体系

与制度设置。70 年来科技体制始终保持两个不变的定

位：科技事业服务于国家事业的定位从未改变，科技

发展指向国际科技前沿的定位从未改变。科技体制的

演变，既服从于国家事业的调整与转变，也符合于科

技前沿的演进与变革。回顾数十年中国科技体制的变

与不变，若干鲜明的特点值得总结。

（1）中国科技体制前后经历了 4 个时期，顶层设

计在演变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以确保演变的关键节

点与国家事业的转折点相契合。这一特点源于中国现

代科技事业始终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政治与经济的

变革是科技体制演变的动力，综合影响着科技体制在

指导思想、目标与路径方面的转变。总体上，科技体

制改革的方向是减少行政对科研活动的干预，而增强

科研与经济的结合。同时，科技体制的演变也能反作

用于政治与经济，如带动经济的发展、促进综合国力

的提高、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等。

（2）各时期科技体制的转变与当时世界科技的

发展状况存在相关性。这源于中国科技事业的目标

始终被放置于国际科技实力竞争的坐标系之中去衡量

与调整，而且注重寻找差距与不足。追赶或跟踪先进

水平的努力，自然地成为我国科技体制演变的一种动

力。由于存在这种相关性，使得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

合作，往往利于科技水平的提高；不过，若忽视“坐

标”中的竞争性因素，有时会因技术的落差转而产生

对外依赖，反而不利于提高。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有很

多。

（3）中国科研体系庞大、主体多元、区域发展

不平衡，导致研发经费的投入、资源配置的优化一

直是体制演变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研发经费

投入持续快速增长，科技持续快速发展与科研经费的

高强度投入之间，呈现良性的互动。当前，中国年度

研发经费近 2 万亿元人民币，投入强度居世界各国前

列。相应地，整体科技实力也已稳步提升至世界先进

行列，国内外的创新环境与竞争态势也必将随之改

变 [19]。相对来说，我国的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存在

历史欠账，一定程度上影响原始创新能力的积累。

（4）在科技体制演变过程中，从注重扩大人才规

模，向越来越重视人才质量转变；整体科研水平从追

赶、跟踪（跑），向谋求“并跑”与“领跑”转变；

创新能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系统集成创新，向

原始创新转变。科技体制改革总体上应有利于这 3 种

转变。

综上，发展科学技术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

要方略。中国科技体制的演变，越来越倾向于有利于

产生创新要素的方向。创新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体现

国家意志，在强国之路上发挥越来越显著的战略支撑

作用。中国科技体制的演变表明，我国完全有条件走

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20,21]。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将更加紧密地围

绕国家发展的目标与需求，积极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

前沿与趋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将有力促进中国从

科技大国成为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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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SUN Lie 

（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four periods, namely,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th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the system refo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s innovation system. While reviewing 

historical evidence, the study explores the changes of the guiding ideologies, the objectives and the measures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 major attribute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is that it 

has always facilitated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the system has been centering on the 

objectives and needs of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ystem has been closely tracing the forefronts and trends of 

the worl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se two features constitute two major driving forces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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